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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卫生史·

１９ 世纪医学国际主义与奥斯曼帝国
防疫体系的初步建立

∗

王鹤年

内容提要　 奥斯曼帝国防疫体系的初步建立与国际卫生体系的形成相伴而

生，折射出医学、科学与国际关系的复杂互动。 １９ 世纪前期，在国际检疫规则混

乱、霍乱大面积暴发的背景下，医学国际主义萌芽并推动国际卫生大会的多次召

开。 国际卫生体系自建立之初便深植帝国主义等级观念，这导致特定群体长期遭

受歧视，亦使得国际卫生大会效率低下。 欧洲列强以朝圣运动管控为由，以建立统

一的海上检疫系统为目标，致力于将奥斯曼帝国塑造成“欧洲堡垒”，其重点是消

除瘟疫对欧洲国家的潜在影响，并满足自身各项利益诉求，反映出 １９ 世纪医学国

际主义的区域性、单边性和霸权性特点。 与此同时，奥斯曼帝国自主展开公共卫生

治理，追踪先进医学技术，加强国际合作，并努力融入国际传染病防控网络，这推动

了其传统医疗卫生体系向现代医疗卫生体系的转型，体现出奥斯曼帝国在当时由

欧洲主导的国际格局中的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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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面对传染病全球化进程的迅速发展，各国开始联手抗疫应对共同威胁，
这推动了医学国际主义（ｍｅｄ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的形成和完善。 医学国际主义指各国

消除地理隔阂，在医疗卫生问题上开展更紧密的合作，寻求建立统一的国际卫生机制并

进行国际卫生治理。① 目前普遍认为，１９ 世纪下半叶到一战之前是医学国际主义的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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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 ２０２３ 年度重大招标项目“中东史学通史（五卷

本）”（项目编号：２３ＶＬＳ０２７）和陕西省教育厅科研计划项目（项目编号：２４ＪＴ０２１）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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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① １９ 世纪前期，西方社会已经就“各式各样的检疫条例应转换为统一的国际公约”这
一观点达成共识，贯穿 １９ 世纪的十届国际卫生大会（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ａｎｉｔａｒｙ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ｓ，简称

ＩＳＣｓ）是全球医疗卫生外交进程中的最显著成果。② 在历次会议上，奥斯曼帝国都被西方视

作传染病的来源地，是西方在卫生手段庇护下行使“文明使命”的对象，被迫面临由欧洲决

定其隔离检疫体系的境遇。 穆斯林朝圣群体被认为是霍乱传播的始作俑者，这使得欧洲

国家对奥斯曼帝国事务进一步干预。 全球卫生领域权力关系的不平衡是一个长期隐性存

在且亟待解决的课题，以奥斯曼帝国的视角重现这段医学国际主义的历史发展或许能为

我们提供改变这种不平衡状态的方法。
国际卫生治理和医学科学发展在 １９ 世纪进入新境界，推动着生物医学范式的变革，受

到中外学界的广泛关注。 德国历史学家于尔根·奥斯特哈默（Ｊüｒｇｅｎ Ｏｓｔｅｒｈａｍｍｅｌ）指出，１９
世纪是首次系统地在世界范围开展抗击医学灾难的时代。③ 美国卫生学家米尔顿·罗默

（Ｍｉｌｔｏｎ Ｉ. Ｒｏｅｍｅｒ）认为，医疗卫生的国际化始于西方在亚洲和非洲的殖民掠夺，出自保护本

国殖民者在殖民地身体健康的需求。④ 在较早的疾病史研究中，“医学国际主义”这一概念

常被赋予殖民医学色彩，研究对象以所谓“热带医学”（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地区为主。⑤ 学界

对国际卫生大会的研究较为丰富，但整体研究呈现出非欧洲视角的缺失，对奥斯曼帝国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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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ａｌｅｓｋａ Ｈｕｂｅｒ， “ Ｐａｎｄｅ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Ｒｅｗｒｉ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Ｃｈｏｌｅｒ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ｖｏｌ. １５， ｎｏ. ３， ２０２０， ｐｐ. ３９４ － ４０７； Ｔｈｏｍａｓ Ｓｃｈｌｉｃｈ，
“‘Ｏｎ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ｆ Ｓｕｒｇｉｃａｌ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ａｎ Ａｇｅ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１８７０ － １９１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ａｎｄ Ａｌｌｉｅ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ｖｏｌ. ７１， ｎｏ. ３， ２０１６， ｐ. ２６８. 黄河等学者指

出，“１８５１ 年至二战结束是国际卫生治理的第三阶段，国际卫生治理雏形初现”，可参见黄河、王润琦、黄昊：
《治理、发展与安全———公共产品与全球治理》，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版，第 ３０ 页。
国际卫生大会共召开过十四届（１８５１—１９３８ 年），其中 １９ 世纪共召开 １０ 次大会，分别于 １８５１—１８５２ 年、
１８５９ 年、１８６６ 年、１８７４ 年、１８８１ 年、１８８５ 年、１８９２ 年、１８９３ 年、１８９４ 年、１８９７ 年举行。 奥斯曼帝国代表参加了

１９ 世纪召开的 ９ 次会议。
Ｊüｒｇｅｎ Ｏｓｔｅｒｈａｍｍｅｌ，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ｔｒａｎｓ. ｂｙ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Ｃａｍｉｌｌｅｒ，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４， ｐ. １８０.
Ｍｉｌｔｏｎ Ｉ. Ｒｏｅｍｅｒ，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 Ｄｏｒｏｔｈｙ Ｐｏｒｔｅｒ， ｅｄ. ，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Ｓｔａｔｅ， Ｂｒｉｌｌ， １９９４， ｐ. ４０３.
关于殖民医学史的研究可参见杨祥银：《殖民医学史：术语内涵、核心争论与多元视角》，《学术研究》２０２２ 年

第 ８ 期，第 ９９—１１２ 页。 相关研究集中在南亚、南美、非洲地区，代表性研究有：Ｒｏｙ ＭａｃＬｅｏｄ ａｎｄ Ｍｉｌｔｏｎ Ｌｅｗｉｓ
ｅｄｓ. ，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１９８８； Ｄａｖｉｄ Ａｒｎｏｌｄ， Ｃｏｌｏｎ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ｏｄｙ： Ｓｔａｔ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ａｎｄ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 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Ｉｎｄ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３； Ａｌｉｓｏｎ Ｂａｓｈｆｏｒｄ，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Ｈｙｇｉｅｎｅ：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ｓｍ，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２００４； 李尚仁主编：《帝国与现代医学》，中华书局 ２０１２ 年

版；白锦文主编，何文忠、蔡思慧、郑文慧译：《恐慌帝国：传染病与统治焦虑》，浙江大学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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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中的主体性未有充分考察。① 这种历史书写导致奥斯曼帝国始终游离于１９ 世纪的国际卫

生合作之外，从而造成了其被动展开防疫的经历。② 近年来，学界以微观史和全球史的研究

方法深入探索全球疾病史和医学史，将研究方向转向更丰富多元的时空，强调事物之间的联

系与交流。③ 一个重要变化是对现代化理论范式指导下奥斯曼帝国医疗卫生改革的“中
心—边缘”和“冲击—反应”模式的批判和超越，更多关注奥斯曼本土力量的能动性与创造

性。 然而，新范式往往又会忽视奥斯曼防疫建设对于全球卫生的意义。④ 有鉴于此，本文结

合相关文献档案⑤，以奥斯曼帝国防疫体系的建立为线索，通过挖掘医学、科学和国际关系

的互动，审视奥斯曼帝国在当时复杂的国际局势中的角色与应对，厘清 １９ 世纪医学国际主

义的动机、表现与局限，进而阐明 １９ 世纪的国际卫生治理对于现今全球卫生合作的启示。

一、 医学国际主义的萌芽与国际“传染论”之争

近代以来，黄热病、鼠疫、天花等瘟疫轮番肆虐，给民众生活带来了巨大困扰。 人们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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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研究参见张勇安：《从以邻为壑到跨国行动：国际组织与全球卫生防疫体系的建立》，《探索与争鸣》
２０２０ 年第 ４ 期，第 ６７—７７ 页； Ｐｅｔｅｒ Ｂａｌｄｗｉｎ， Ｃｏｎｔａ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１８３０ － １９３０，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９； Ｍａｒｋ Ｈａｒｒｉｓｏｎ， “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ａｎｉｔａｒｙ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ｖｏｌ. １， ｎｏ. ２， ２００６，
ｐｐ. １９７ － ２１７。
以 １９ 世纪奥斯曼帝国防疫合作为主题的研究多关注由此引发的地缘政治博弈，可参见 Ｂｉｒｓｅｎ Ｂｕｌｍｕｓ，
Ｐｌａｇｕｅ， Ｑｕａｒａｎｔ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Ｏｔｔｏｍａｎ Ｅｍｐｉｒｅ， 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５； Ｎｅｒｍｉｎ Ｅｒｓｏｙ ａｎｄ
Ｙｕｋｓｅｌ Ｇｕｎｇｏｒ ａｎｄ Ａｓｌｉｈａｎ Ａｋｐｉｎａｒ，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ａｎｉｔａｒｙ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Ｏｔｔｏｍａｎ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１８５１ －
１９３８），” Ｈｙｇｉｅ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 ｖｏｌ. １０， ｎｏ. １， ２０１１， ｐｐ. ５３ － ７９； Ｏｗｅｎ Ｗｈｉｔｅ， Ｓａｎ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Ｔｈ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Ｐｏｗ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Ｈａｊｊ，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１７。
相关研究参见 Ｊｏｈｎ Ｃｈｉｒｃｏｐ ａｎｄ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Ｊａｖｉｅｒ Ｍａｒｔíｎｅｚ， ｅｄｓ. ，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Ｑｕａｒａｎｔｉｎｅｓ， １７５０ － １９１４：
Ｓｐａｃｅ，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８。 国内疾病史研究呈现全球转向和社会化倾向，
陆续出现更多开创性成果，如梁其姿：《麻风：一种疾病的医疗社会史》，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３ 年版；刘士永：《武
士刀与柳叶刀———日本西洋医学的形成与扩散》，中华书局 ２０１８ 年版；于赓哲：《从疾病到人心———中古医

疗社会史再探》，中华书局 ２０２２ 年版；李化成：《黑死病期间的英国社会初揭（１３４８—１３５０ 年）》，《中国社会

科学》２００７ 年第 ３ 期，第 １８９—２００ 页。 整体上关于中国、东亚和欧美地区的研究较多，中东地区尚显薄弱。
相关研究参见 Ｅｋｍｅｌｅｄｄｉｎ Ｉｈｓａｎｏｇｌｕ，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Ｏｔｔｏｍａｎ Ｅｍｐｉｒ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Ｌｏｃ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ｓｈｇａｔｅ， ２００４； Ｃｏşｋｕｎ Ｙıｌｍａｚ ａｎｄ Ｎｅｃｄｅｔ Ｙıｌｍａｚ，

Ｏｓｍａｎｌıｌａｒｄａ Ｓａｇ̌ｌıｋ， ２ Ｃｉｌｔ Ｔａｋıｍ， Ｂｉｏｆａｒｍａ Ｉ·ｌａç Ｓａｎａｙｉｉ ｖｅ Ｔｉｃａｒｅｔ Ａ. Ş， ２００６；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Ｚｅｈｅｔｅｒ，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ｓ，
Ｅｍｐｉｒｅ，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 Ｃｈｏｌｅｒａ ｉｎ Ｍａｄｒａｓ ａｎｄ Ｑｕｅｂｅｃ Ｃｉｔｙ， １８１８ － １９１０，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ｉｔｔｓｂｕｒｇｈ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５； 王霏、罗媛：《１９ 世纪奥斯曼帝国在伊斯坦布尔的疫病治理改革》，《新史学》２０２４ 年第 ３０ 辑，第 ２９１—
３０４ 页。
本文所用一手资料包括国际卫生大会会议记录、国际卫生公约、新闻报刊、旅行者游记、政府官员报告、信件

和回忆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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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原理大致存在三类传统看法，即瘴气、特定接触传染源和天体运动。① 其中，瘴气被模

糊地定义为一种可导致疾病的、有毒的、污秽的气体，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占据着人们对于

疾病传播的解读。 其实，不同文化对于类似“有害物质”的传染性存在多重认知，有关疾病

传染性的二元争论长期存在，最为显著的是欧洲社会的传染主义者（ｃｏｎｔａｇｉｏｎｉｓｔｓ）和反传染

主义者（ａｎｔｉｃｏｎｔａｇｉｏｎｉｓｔｓ）在 １７—１９ 世纪围绕一系列公共卫生政策展开的长久而激烈的辩

论。② 除此之外，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全球扩张，东地中海地区巨大的利益诱惑，以及霍乱

的威胁等诸多历史因素，一并构成了医学国际主义萌芽并在奥斯曼帝国深入发展的时代背景。
医学国际主义产生最重要的诱因是“传染论”之争背景下国际检疫规则的混乱。 隔离

检疫在 １４ 世纪的欧洲已经出现，自 １７２０ 年马赛暴发鼠疫后，英国率先将检疫规则制度化。
随着鼠疫威胁的减弱，检疫制度在地中海西线被大规模推广。 同时，检疫为商业保护和国家

治理提供了契机，各国建立的卫生警戒线还发挥着加强国土边界管理、抵御外敌入侵乃至侵

占外国领土的政治军事用途。③ 正因如此，检疫问题开始在国际外交上占据重要地位，“传
染主义”得到了大部分欧洲国家的官方认证和医学界背书。 但是，商船和游客的检疫程序很

快达到令人“压抑”的程度，遂引发民众大规模不满，欧洲医学界也逐渐对检疫的效用及“传
染论”产生了严重分歧，社会各界围绕是否进行检疫反复争论。④

奥斯曼帝国同样存在对疾病传染性的多重认知，并且在伊斯兰教义的影响下形成了独

特而深刻的瘟疫观。 一方面，穆斯林认为瘟疫只是真主安拉降临的众多考验之一，或是对有

罪之人的惩罚，它呈周期性暴发，人们不应该逃离神的旨意。 《布哈里圣训》中记载：“如果

一个人在瘟疫来临时留在本地耐心地等待着真主的奖赏，并相信除了真主所指定的命运外

其他事情都不会降临，那么他将被奉为殉道者。”⑤奥斯曼人面对瘟疫的“超然态度”与欧洲

人的紧张不安形成的鲜明对比频频成为当时欧洲观察者的作品素材。⑥ 另一方面，人们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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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传染主义者常常以“污秽论”和“偶发传染论”为阵地反对传染是瘟疫暴发的决定性因素。 人们的传染主

义和反传染主义立场并非绝对，参见 Ｅｒｗｉｎ Ｈ. Ａｃｋｅｒｋｎｅｃｈｔ， “Ａｎｔｉｃｏｎｔａｇｉｏｎｉｓｍ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１８２１ ａｎｄ １８６７：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ｉｎｇ Ｈ. Ｇａｒｒｉｓｏｎ Ｌｅｃｔｕｒ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 ３８， ｎｏ. １， ２００９， ｐ. ８。
Ｓａｈīｈ ａｌ⁃Ｂｕｋｈāｒī， ｖｏｌ. ４， ｂｏｏｋ ５６， ｎｏ. ６８０. 有关伊斯兰教经典对瘟疫的论述，参见王宇洁、黄麟：《天灾与人

治：伊斯兰教对瘟疫的认识与应对》，《世界宗教文化》２０２０ 年第 ３ 期，第 ８—９ 页。
参见 Ｊａｍｅｓ Ｅｌｌｓｗｏｒｔｈ ＤｅＫａｙ， Ｓｋｅｔｃｈｅｓ ｏｆ Ｔｕｒｋｅｙ ｉｎ １８３１ ａｎｄ １８３２， Ｊ. ＆ Ｊ. Ｈａｒｐｅｒ， １８３３， ｐｐ. １３０ － １３１；
Ｈａｒｒｉｓｏｎ Ｇｒａｙ Ｏｔｉｓ Ｄｗｉｇｈｔ， Ｍｅｍｏｉｒ ｏｆ Ｍｒｓ.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Ｂ. Ｄｗｉｇｈｔ，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ａ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ｌａｇｕｅ ｏｆ １８３７： Ｗｉｔｈ
ａ Ｓｋｅｔ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ｆｅ ｏｆ Ｍｒｓ. Ｊｕｄｉｔｈ Ｓ. Ｇｒａｎｔ， 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ｙ ｔｏ Ｐｅｒｓｉａ， Ｍ. Ｗ. Ｄｏｄｄ， １８４０， ｐ.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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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疾病通过接触、瘴气或“邪恶之眼”传播，有很多关于奥斯曼人在瘟疫来临时远离患者、逃
离家园的记载。 检疫行为常见于帝国的基督教省份和商人之中，１６ 世纪从鼠疫地区来到爱

琴海东部希俄斯岛的商人会被扣留 ２５ 天。① 著名旅行家埃夫利亚·塞勒比（Ｅｖｌｉｙａ Çｅｌｅｂｉ，
１６１１—１６８２ 年）曾在其游记中指出，“来自疫区的非穆斯林在进入伊斯坦布尔前需要在耶迪

库勒堡（Ｙｅｄｉｋｕｌｅ ｇａｔｅ）待上 ７ 天。”②１７ 世纪下半叶至 １８ 世纪出现了越来越多关于人们逃离

疫区的官方报告，政府也因此降低了对这些地区的征税标准。③ １８ 世纪初，奥斯曼港口要塞

出现了具备隔离性质的防护所（ ｔａｈａｆｆｕｚｈａｎｅ）。 １８３１ 年，奥斯曼检疫管理局成立，帝国在博

斯普鲁斯海峡对来自俄国的商船实施检疫，标志着检疫成为中央一级的卫生举措。 １８３８
年，奥斯曼帝国正式设立检疫制度，规定所有停靠伊斯坦布尔或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和恰纳

卡莱海峡的船只都应持有卫生证书。
１９ 世纪中期是奥斯曼帝国坚持开展检疫改革的时期，而这正是一些欧洲国家在本土摒

弃检疫转而倡导环境卫生的时期。 １９ 世纪是“卫生的世纪”，随着卫生改革运动在欧洲兴

起，人们开始关注社会、环境和道德条件对人口健康水平的影响，并强调检疫对商业的阻碍

和对个人切身利益的破坏。④ 虽然欧洲社会对霍乱的病因与预防措施尚存在争议，但此时

检疫已经更多让步于实际公共卫生的需要和经济利益。 １９ 世纪 ４０ 年代，“反传染主义”在
欧洲占据上风，英国、荷兰、奥地利等国接连修订了旧式检疫条例。⑤ 同一时期，铁路和蒸汽

运输推动着东地中海贸易的蓬勃发展，欧洲列强在亚洲商业扩张和殖民掠夺的步伐加快，与
内外交困的奥斯曼帝国签订了《英土商业条约》等不平等自由贸易协议。 正因如此，奥斯曼

帝国新兴的检疫制度迅速成为欧洲各国，尤其是英、法两国的重要关切对象。⑥

医学国际主义产生的直接诱因是霍乱的大规模暴发。 霍乱被称为“１９ 世纪的头号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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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传染主义者认为，“整个卫生立法领域充斥着无知与邪恶”，“检疫法最初是为了公共利益，很快就被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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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其出现带有明显的“现代”特征。 它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传播，催生了人们对交通和通

信革命所带来的距离和速度的恐惧，破坏了全球新兴资产阶级的安全感。① 霍乱常年流行

于恒河三角洲地区，它在奥斯曼帝国和欧洲“正式亮相”于 １９ 世纪 ２０ 年代，几次暴发都以奥

斯曼帝国为中心外溢，造成了人口重创并引发国际社会恐慌。② 作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

的重要枢纽，霍乱经奥斯曼帝国共有三条主要传播路线：第一条由印度北部、阿富汗、波斯和

中亚传至俄罗斯；第二条由巴格达经水路通过波斯湾地区传播，经陆路向里海地区传播；第
三条由阿拉伯半岛经红海、阿拉伯海向北非、地中海地区和南亚传播。 防控瘟疫迅速由地方

性问题转变为跨国性问题，控制这场“亚洲霍乱”（Ａｓｉａｔｉｃ ｃｈｏｌｅｒａ）③的紧迫性促使国际卫生

合作被提上议程。
综上，这段“传染论”之争除科学因素外，还交织着理性与自由主义思想的繁荣、批判性科

学精神的兴起、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的拓展等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诱因。 这场争论随着医学国

际主义的发展一直延伸至 ２０ 世纪，促使国际社会对防疫问题展开持续对话并就一致行动进行

协商。 奥斯曼帝国不仅参与了这场对话，还成为医学国际主义的有力实践者和推动者。

二、 医学国际主义推进下奥斯曼帝国“欧洲堡垒”的塑造

１９ 世纪三四十年代，法国外交官、最高卫生委员会成员塞居尔 － 杜佩龙（ Ｐｉｅｒｒｅ ｄｅ
Ｓéｇｕｒ⁃Ｄｕｐｅｙｒｏｎ）调查走访了地中海港口多个检疫站后指出，“现存不成体系的检疫措施多是

不必要的压迫，应尽快形成一套合理化、标准化的制度。”④他撰写了一系列报告呈交法国政

府，并提议召开国际卫生会议。⑤ 法国政府采纳了报告，主动向欧洲各国发出在巴黎召开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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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Ｈａｍｌｉｎ， Ｃｈｏｌｅｒａ： Ｔｈｅ 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９， ｐ. ４.
１９ 世纪奥斯曼帝国的几次大型霍乱疫情暴发时间和范围为：１８２２—１８２６ 年、１８３１ 年，伊斯坦布尔；１８４６—
１８４８ 年，埃尔祖鲁姆、特拉布宗、伊斯坦布尔；１８６５ 年，奥斯曼帝国大面积暴发；１８７３ 年，奥斯曼帝国大面积

暴发；１８７８—１８７９ 年，麦加；１８８５ 年，奥斯曼帝国全境；１８９１—１８９５ 年，伊斯坦布尔、埃迪尔内、布尔萨、特拉

布宗、伊兹密尔和麦加等。
当时西方国家普遍认为 １９ 世纪暴发的历次霍乱来自亚洲，并模糊地称之为“亚洲霍乱”，这一用语频繁出现

在当时欧洲的官方档案中。
当时欧洲各港口检疫时长、严厉程度和手段均有不同，对来自东地中海船只的检疫时间要求短则 ５ 天，长则

４０ 天，参见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Ｊａｖｉｅｒ Ｍａｒｔíｎｅｚ，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 Ｆｒｅｎｃｈ？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ａｎｉｔａｒｙ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Ｆｒａｎｃｅ'ｓ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ｆｏｒ Ｈｅｇｅｍｏｎｙ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Ｆｒｅｎｃｈ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ｖｏｌ. ３０， ｎｏ. １，
２０１６， ｐｐ. ８０ － ８１。
塞居尔 － 杜佩龙曾多次去往奥斯曼帝国考察，参见 Ｓéｇｕｒ⁃Ｄｕｐｅｙｒｏｎ， Ｄｅｓ ｑｕａｒａｎｔａｉｎｅｓ ｅｔ ｄｅｓ ｐｅｒｔｅｓ ｑｕ'ｅｌｌｅｓ
ｏｃｃａｓｉｏｎｎｅｎｔ ａｕ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ｍéｍｏｉｒｅ ｐｒéｓｅｎｔé à ｌ'Ａｃａｄéｍｉｅ ｄｅ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Ｉｍｐｒ. ｄｅ Ｍｍｅ Ｈｕｚａｒｄ， １８３３； Ｓéｇｕｒ⁃
Ｄｕｐｅｙｒｏｎ，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ｅｎ Ｏｒｉｅｎｔ： ｒａｐｐｏｒｔ ａｄｒｅｓｓé à Ｓｏｎ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ｃｅ ｌｅ ｍｉｎｉｓｔｒｅ ｄｅ ｌ'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ｅｔ ｄｕ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Ｉｍｐｒ.
Ｒｏｙａｌｅ， １８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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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卫生大会的邀请，明确陈述了“健康，唯有健康”是唯一关切，得到了各国积极响应，其中

也包括唯一的非欧洲国家奥斯曼帝国。① 国际卫生大会见证了国际卫生合作从区域性临

时协定向制度化全球治理框架的关键转型。 拜纳姆（Ｗｉｌｌｉａｍ Ｆ. Ｂｙｎｕｍ）认为，医学国际主

义始于 １８５１ 年第一届国际卫生大会。② 历届大会揭示了科学与政治之间的互动，标志着

国际卫生秩序新时期的开始，同时也为国际社会参与奥斯曼帝国防疫体系的构建提供了

平台。
会议伊始，欧洲国家达成共识，认可避免贸易中断的最可靠方式是在源头上切断疾病传

播链，而干预的焦点则不可避免地放置于“东方”。 那么，为什么奥斯曼帝国的朝圣群体③会

成为会议的重点关注对象呢？ 其一，在欧洲人眼中，贫穷、落后与疾病密切相关，霍乱是“肮
脏的疾病”。 穆斯林朝圣群体严格遵循安拉的训诫即“虔诚是前往圣城最好的准备”，再加

上他们大多都很贫穷，食宿温饱皆依靠沿途同胞的救助，健康条件不佳。④ 其二，每年约有 ３
万至 １６ 万朝圣者来到麦加，参加伊斯兰教节日的大量朝圣者聚集在公共卫生较差的环境

中，极易造成传染病泛滥。 在 １８４６—１８４７ 年的一次霍乱疫情中，希贾兹地区约有 １. ５ 万人

死亡。⑤ 其三，随着蒸汽船和铁路运输的普及，疫区的朝圣者得以迅速前往麦加和麦地那，
并在那里与世界各地的朝圣者接触，由此造成霍乱的传播范围扩大，速度加快，对全球的影

响也随之加深。 １８３１—１９１２ 年，有 ４０ 余次霍乱疫情经孟买、加尔各答传播至希贾兹，并被返

程的朝圣者扩散开来。⑥ 由此，“穷苦朝圣者”⑦自然而然地成为疾病携带者，朝圣运动的管

４３１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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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政府曾于 １９ 世纪 ３０ 年代试图召开一次国际卫生会议，但没有成功。 参见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Ｊａｖｉｅｒ Ｍａｒｔíｎｅｚ，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 Ｆｒｅｎｃｈ？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ａｎｉｔａｒｙ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Ｆｒａｎｃｅ'ｓ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ｆｏｒ Ｈｅｇｅｍｏｎｙ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ｐ. ８３。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Ｆ. Ｂｙｎｕｍ， “Ｐｏｌｉｃｉｎｇ Ｈｅａｒｔｓ ｏｆ Ｄａｒｋｎｅｓｓ：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ａｎｉｔａｒｙ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ｆ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ｖｏｌ. １５， ｎｏ. ３０， １９９３， ｐ. ４２３.
朝觐是伊斯兰教“五功”之一，穆斯林认为一生中要去麦加朝觐一次，他们被称为朝圣者（土耳其语 Ｈａｃı；阿
拉伯语： ）。 麦地那和伊斯坦布尔也是朝觐目的地。 关于 １９ 世纪穆斯林的朝觐路径，参见昝涛：《在布哈

拉与“幸福门”之间———十六至十九世纪中亚穆斯林朝觐与丝绸之路西段的耦合》，《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２０２１ 年第 ２ 期，第 ５２—５５ 页。
参见英国探险家理查德在其游记中对朝圣旅途的详细记录，Ｒｉｃｈａｒｄ Ｆ. Ｂｕｒｔｏｎ，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ｏｆ ａ
Ｐｉｌｇｒｉｍａｇｅ ｔｏ ａｌ⁃Ｍｅｄｉｎａｈ ａｎｄ Ｍｅｃｃａｈ， ｖｏｌ. ２， 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５５。
Öｚｇüｒ Ｙıｌｍａｚ， “Ｔｈｅ Ｃｈｏｌｅｒａ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 ｏｆ １８４７ － １８４８ ａｎｄ Ｉｔｓ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ｔｏｍａｎ Ｅｍｐｉｒ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ｕｒａｓｉａｎ
Ｉｎｑｕｉｒｉｅｓ， ｖｏｌ. ６， ｎｏ. １， ２０１７， ｐ. ４９.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 ＭｃＮｅｉｌｌ， Ｐｌａｇｕｅｓ ａｎｄ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Ａｎｃｈｏｒ Ｂｏｏｋｓ， １９７６， ｐ. ２６９.
１９ 世纪欧洲和奥斯曼帝国皆使用了“穷苦朝圣者”这一概念，参见 Ｒａｄｈｉｋａ Ｓｉｎｇｈａ， “Ｐａｓｓｐｏｒｔ， Ｔｉｃｋｅｔ，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ａ⁃ｒｕｂｂｅｒ Ｓｔａｍｐ：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ｕｐｅｒ Ｐｉｌｇｒｉｍ' ｉｎ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Ｉｎｄｉａ ｃ. １８８２ － １９２５，” ｉｎ Ａｓｈｗｉｎｉ Ｔａｍｂｅ
ａｎｄ Ｈａｒａｌｄ Ｆｉｓｃｈｅｒ⁃Ｔｉｎé， ｅｄｓ. ，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ｓ ｏｆ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Ａｓｉａ： Ｓｐａｃｅｓ ｏｆ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０９， ｐｐ. ４９ － ８３。



１９ 世纪医学国际主义与奥斯曼帝国防疫体系的初步建立

控需求成为欧洲插手奥斯曼帝国防疫体系的正当理由。①

１８５１ 年和 １８５９ 年的前两届国际卫生大会奠定了将奥斯曼帝国塑造成“欧洲堡垒”的基

调。 一方面，会议旨在协调欧洲各国卫生立法以满足迅速扩大的海上贸易需求，呼吁取消欧

洲港口的检疫制度；另一方面，一些欧洲国家希望奥斯曼帝国成为瘟疫传入欧洲的缓冲区，
遂鼓动帝国新兴的公共卫生系统优先满足流行病的管控需求，对地中海南岸实行更为严格

的管控。 奥斯曼帝国代表巴尔托莱蒂（Ｅｔｉｅｎｎｅ Ｇｒｅｇｏｉｒｅ Ｂａｒｔｏｌｅｔｔｉ）医生强调，奥斯曼检疫在

过去五年已经基本控制了瘟疫，并指出印度才是“霍乱的主要家园和不可否认的源头”②。
会议最终形成了 １３７ 项条款，由于与会代表对霍乱的成因和传播方式存在分歧，只有三个国

家签署条款。③ 不少学者以失败来形容这场国际卫生合作的开局，但它仍使得国际合作的

思想得以延续。 对于奥斯曼帝国而言，这是一次维护公共卫生形象在国际社会亮相的机会，
巴尔托莱蒂被法国总统授予“荣誉军团十字勋章”（Ｃｒｏｉｘ ｄｅ ｌａ Ｌéｇｉｏｎ ｄ'ｈｏｎｎｅｕｒ）。④

１８６５ 年，亚洲、欧洲和美洲多地暴发大规模霍乱，造成了国际社会的恐慌。 麦加被指认

作疫源地，３ 月 ２６ 日至 ４ 月 ２４ 日朝觐期间，这里约有 １. ５ 万至 ３ 万人死亡，这促使欧洲国家

加快了对奥斯曼帝国公共卫生和朝圣者的干预。⑤ １８６６ 年，在伊斯坦布尔召开的第三届国

际卫生大会⑥对奥斯曼帝国的影响颇深，“东方”与“西方”间隔阂更加明显。 各国大多认可

霍乱的源头是印度，但对于西方国家而言，更重要的是这场疾病来自“不健康的东方”⑦。 会

议确认了人际接触是霍乱传播的主要原因，因此讨论的重点在于如何将不健康人群与健康

人群隔离开来。 各国对瘟疫的传播路线、疫源地和管控标准等关键问题争吵不断，同时急于

争夺红海检疫的控制权。 英国代表试图将各国对印度洋和红海航线的注意力引向希贾兹和

波斯湾，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在印度采取及时有效的防控措施；法国代表则明确要求奥斯

曼帝国严格采取一切措施将“亚洲霍乱”挡在欧洲之外，即使这样会给朝圣者带来不便；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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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朝圣者外，流浪汉、吉普赛人和跨境移民等也被国际社会视作疾病携带者。 参见“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ｅｓ ｅｔ ｐｒｏｃèｓ⁃
ｖｅｒｂａｕｘ ｄｅ ｌａ Ｃｏｎｆéｒｅｎｃｅ Ｓａｎｉｔａｉｒ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ｄｅ Ｄｒｅｓｄｅ， １１Ｍａｒｓ － １５ Ａｐｒｉｌ １８９３，”１８９３， Ｌｏｎｄｏ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Ｈｙｇｉｅｎｅ ＆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ｐ. １０９。
“Ｐｒｏｃèｓ⁃ｖｅｒｂａｕｘ ｄｅ ｌａ Ｃｏｎｆéｒｅｎｃｅ ｓａｎｉｔａｉｒ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ｏｕｖｅｒｔｅ à Ｐａｒｉｓ ｌｅ ２７ ｊｕｉｌｌｅｔ １８５１，”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４，１８５１，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ｎｏ. １４， ｐｐ. ５ － ６， １４ － １５.
英国、奥地利等国支持反传染主义要求取消或放宽检疫，而意大利、法国、俄国和奥斯曼帝国等国支持传染

主义要求严格检疫。
“éｃｈｏ ｄｅ ｌ'Ｏｒｉ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ｄｅ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ｏｐｌｅ， Ｍａｒｃｈ １９， １８５２.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Ｌｏｗ，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Ｍｅｃｃａ： Ｏｔｔｏｍａｎ Ａｒａｂ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 Ｈａｊｊ，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２０， ｐ. １２０.
会议在加拉塔萨雷学院举办，故本届大会又被称为伊斯坦布尔大会（ Ｉｓｔａｎｂｕｌ Ｓａｎｉｔａｒｙ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或加拉塔

萨雷大会（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Ｇａｌａｔａ⁃Ｓａｒａｙ）。
Ａ. Ｆａｕｖｅｌ， Ｌｅ ｃｈｏｌｅｒａ： Ｅｘｐｏｓé ｄｅｓ ｔｒａｖａｕｘ ｄｅ ｌａ Ｃｏｎｆéｒｅｎｃｅ ｓａｎｉｔａｉｒ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ｄｅ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ｏｐｌｅ， Ｂａｉｌｌｉèｒｅ，
１８６８， ｐｐ. ６３０ － ６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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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奥斯曼帝国而言，护卫朝圣者身体健康有其宗教合法性，帝国对于加强朝圣者检疫本身并

无异议，但对于让朝圣者在沙漠中自行隔离提出抗议，且不愿承担高昂的检疫开支。①

此次会议依据西方意愿初步达成三方面共识：第一，通过了朝圣活动的保护制度原则。
欧洲国家一致认为，大型集群活动是霍乱传播的温床，遂对朝圣者实施比商业运输、普通旅

行者更为严格的检疫措施，并在红海和东地中海地区建立强大而严苛的检疫系统。 第二，欧
洲军舰不受检疫约束，其商业海运也享有行动自由权，在穿越苏伊士运河时无须进行隔离。
第三，鼓励奥斯曼帝国改善汉志地区的整体卫生条件。 列强与奥斯曼帝国达成协议，在帝国

多个港口建立检疫所（ｌａｚａｒｅｔｔｏ）和卫生站，大部分费用由奥斯曼帝国承担。②

１８６９ 年，苏伊士运河的开通使红海、波斯湾和印度洋的海上活动增加，缩短了印度与欧

洲之间的行程，加速了霍乱的传播。 １８７２ 年，宰牲节期间暴发的霍乱使麦加和埃及损失约 ６
万人口，安纳托利亚、欧洲和美洲地区也接连暴发霍乱，这引发了再次召开会议的必要性。
１８７４ 年，在维也纳召开的第四届国际卫生大会上，西方正式提出“欧洲堡垒” （ Ｆｏｒｔｒｅｓｓ
Ｅｕｒｏｐｅ）概念，即将奥斯曼帝国作为疾病的“亚洲起源地”与欧洲之间的缓冲区，在这里实行

严苛检疫举措，从而“挡住”流行病传向欧洲。③ 医学国际主义的目的昭然若揭。 这一时期，
奥斯曼帝国在红海地区建立起两所大型海上检疫所，一个位于南侧曼德海峡的卡马兰岛

（Ｋａｍａｒａｎ），主要针对来自东南亚的朝圣者；另一个位于北侧西奈半岛的埃尔托（Ｅｌ⁃Ｔｏｒ），主
要针对来自北方（马格里布、中亚、俄罗斯、安纳托利亚地区、叙利亚）的朝圣者。

１８８４ 年，科赫（Ｒｏｂｅｒｔ Ｋｏｃｈ）正式发现霍乱病原体，细菌理论逐步得到普及，全球进入了

细菌学发现的黄金时代，这意味着“反传染主义”将彻底走向衰败。 但这一过程实际上是漫

长而曲折的，不同国家仍然怀有各自目的，对霍乱的传染性争执不休，检疫争端也不断升

级。④ 特别是英国政府在巨大的经济利益下依然坚持霍乱的“反传染主义”和地方主义，主
张废除检疫，代之以医学检查，并以退出会议作为要挟。 英国一面迫使奥斯曼帝国放弃地中

海检疫，一面却坚持在希贾兹采取更严苛的检疫措施，可见其初衷的自相矛盾。⑤ 法国对于

６３１

①

②

③

④

⑤

法国代表委婉地指出，“朝圣者要么在希贾兹等待疫情结束再乘船返回，要么乘坐大篷车在沙漠途中进行自

我隔离”，奥斯曼代表驳斥道，支撑沙漠旅行的骆驼已大量减少，沿途水井年久失修，在沙漠途中自我隔离并

不现实。 参见“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ｏｌｅｒａ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１８６６， ＴＮＡ， Ａｎｎｅｘｅ ａｕ ｐｒｏｃèｓ⁃ｖｅｒｂａｌ ｎｏ. １， ＦＯ １９５ ／ ８６４。
“Ｐｒｏｃèｓ Ｖｅｒｂａｌ ｄｅ ｌａ Ｃｏｎｆéｒｅｎｃｅ Ｓａｎｉｔａｉｒ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ｏｕｖｅｒｔｅ à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ｏｐｌｅ ｌｅ １３ ｆéｖｒｉｅｒ １８６６，” １８６６， Ｒｏｙ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ｉａｎｓ ｏｆ 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 ｐｐ. ７２ － ７６；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ｏｌéｒａ Ｃｏｎｆéｒｅｎｃｅ １８６６，” ｎｏ. ９ Ｉｎｃｌｏｓｕｒｅ １， ＦＯ
１９５ ／ ８６３.
“ Ｐｒｏｃèｓ⁃ｖｅｒｂａｕｘ ｄｅ ｌａ Ｃｏｎｆéｒｅｎｃｅ ｓａｎｉｔａｉｒ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ｏｕｖｅｒｔｅ à Ｖｉｅｎｎｅ ｌｅ ｐｒｅｍｉｅｒ ｊｕｉｌｌｅｔ １８７４，” １８７４，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 ４６.
１８９２ 年，伦敦皇家医师学院向英国地方政府委员会的报告称，“霍乱在通常意义上不具有传染性”。 参见

“Ｐｒｅｃａｕｔｉｏｎ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Ｃｈｏｌｅｒａ，” Ｔｈｅ Ｌａｎｃｅｔ，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７， １８９２， ｐ. ６８２。
Ｇｉｏｖａｎｎｉ Ｂｕｓｓｏｌｉｎ， Ｄｅｌｌｅ Ｉｓｔｉｔｕｚｉｏｎｉ ｄｉ Ｓａｎｉｔａ Ｍａｒｉｔｔｉｍａ ｎｅｌ Ｂａｃｉｎｏ ｄｅｌ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ｏ， Ｔｒｉｅｓｔｅ， １８８１， ｐ.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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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接管埃及感到愤怒，希望通过检疫来遏制英国在苏伊士运河日益增长的权力。① 直到

第七届国际卫生大会（１８９２ 年），包括奥斯曼帝国在内的 １４ 个与会国才首次一致通过了《国
际卫生公约》（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ａｎｉｔａｒｙ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②，确定了霍乱的“接触传染论”，规定由国际

社会建立跨国抗疫合作系统。 会议确认对自东向西通过苏伊士运河的船舶实施海上检疫，由
英国主导运河沿线大型港口的检疫工作。 船舶被划分为“朝圣者船只”和“普通船只”，后者在

运河通行时无须接受检疫。 朝圣者的卫生规则得以明确，他们被要求接受更加严格的消毒和

隔离措施。 苏伊士运河检疫更加凸显了西欧与中东地区的势差地位，奥斯曼帝国和埃及共同

承担检疫的高昂开销，同时面临瘟疫传播的风险。 埃及代表布特罗斯·帕夏（Ｂｏｕｔｒｏｓ Ｐａｃｈａ）
在会上痛斥：“你们让埃及成为保护欧洲的哨兵，然后告诉它，为此买单吧！”③

１８９２—１８９５ 年，奥斯曼帝国境内接连暴发霍乱疫情，几乎所有城市都受到影响。 管控

前往麦加的朝圣者、加强奥斯曼帝国边境检疫再次成为第九届国际卫生大会（１８９４ 年）的重

要议题。 欧洲代表们指责奥斯曼帝国未在这场大规模霍乱疫情中采取有效防疫措施，他们

一致同意朝圣者应对霍乱传入欧洲负主要责任，尽管霍乱经汉志地区传入欧洲并非感染的

主要通道。 《英国医学期刊》发表评论称，“既然土耳其拒绝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文明世界显

然有责任采取必要的措施迫使它这样做”④。 会议决定为朝圣者船只配备高压灭菌器；在希

贾兹地区加强卫生监测，派遣常驻卫生代表；在奥斯曼帝国边界针对印度朝圣者建立更多检

疫站，并且将预防性检疫期限由 ５ 天延长至 １０ 天。⑤ 欧洲各国对奥斯曼帝国检疫系统的过

度插手使奥斯曼代表图可汗·贝伊（Ｔüｒｋｈａｎ Ｂｅｙ）愤然离席。 根据英国参会代表菲普斯

（Ｐｈｉｐｐｓ）的描述：“整个会议就像在一具尸体面前讨论其最终处置问题。 在关上棺材的那一

刻，这具尸体突然复苏并做出了自己的安排。”⑥最终，由于在建立霍尔木兹（Ｈｏｒｍｕｚ）检疫站

等问题上存有争议，奥斯曼帝国拒绝与欧洲国家签署协议。⑦

１８９７—１９３８ 年召开的国际卫生大会凸显了科学的标准化和国际协商的正规化走向，

７３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在苏伊士运河检疫问题上，欧洲各国态度不一，法国、俄国持支持态度，而英国、德国则持反对态度。 参见

“Ｈｅａｌｔｈ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Ａｒｍｙ ｉｎ １８８４，” Ｔｈｅ Ｌａｎｃｅｔ，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１， １８８５； “Ｔｈｅ Ｈｏｌｙ Ｐｌａｃｅｓ ｏｆ Ａｒａｂｉａ：
Ｔｈｅｉｒ Ｗａｔｅｒ⁃ｓｕｐｐｌｙ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ａｎｉｔａｒｙ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ｎｃｅｔ， Ｍａｙ １４， １８９２。
１８９２ 年的首个《国际卫生公约》，又称《威尼斯公约》（Ｖｅｎｉｃ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ｅｓ ｅｔ ｐｒｏｃèｓ⁃ｖｅｒｂａｕｘ ｄｅ ｌａ Ｃｏｎｆéｒｅｎｃｅ ｓａｎｉｔａｉｒ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ｄｅ Ｖｅｎｉｓｅ ｉｎａｕｇｕｒéｅ ｌｅ ５ ｊａｎｖｉｅｒ １８９２，”
１８９２， Ｌｏｎｄｏ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Ｈｙｇｉｅｎｅ ＆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ｐｐ. ２６２， ３１１ － ３３３.
“Ｍｅｃ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ｏｌｅｒａ，”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６， １８９３， ｐ. ４９０.
Ｂｅｄｉ Ｎｕｒｉ. Şｅｈｓｕｖａｒｏｇ̌ ｌｕ， “Ｔüｒｋｉｙｅ Ｋａｒａｎｔｉｎａ Ｔａｒｉｈｉｎｅ Ｇｉｒｉş ＩＩＩ，” Ｔｉｐ Ｆａｋｕｌｔｅｓｉ Ｍｅｃｍｕａｓｉ， Ｃ. １４， Ｓ. １， １９５８，
ｓｓ. ６０１ － ６２４； Ｎｅｒｍｉｎ Ｅｒｓｏｙ ａｎｄ Ｙｕｋｓｅｌ Ｇｕｎｇｏｒ ａｎｄ Ａｓｌｉｈａｎ Ａｋｐｉｎａ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ａｎｉｔａｒｙ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Ｏｔｔｏｍａｎ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１８５１ － １９３８），” ｐ. ６７.
“Ｍｒ. Ｐｈｉｐｐｓ ｔｏ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Ｏｆｆｉｃｅ，” Ｍａｒｃｈ ２８， １８９４，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ｆｉｃｅｓ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 Ｐａｒｉｓ Ｓａｎｉｔａｒｙ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１８９４ ｔｏ １８９７），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ＭＨ １９ ／ ２３８.
霍尔木兹检疫站位于奥斯曼帝国国境之外，奥斯曼帝国和波斯对检疫费和管理权的归属存在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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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变得更易于预测并且以结果为导向，接连通过了若干部《国际卫生公约》。① 作为医学

国际主义的主要成果，１９、２０ 世纪之交，国际社会已在红海、黑海和地中海周围的多个港口

部署了一个完全受欧洲监控的“检疫群岛”，涵盖了奥斯曼帝国的重要领地。 奥斯曼帝国

交通枢纽上也基本覆盖了检疫所、卫生站和朝圣者帐篷。② 检疫所重点分布在安纳托利亚

和巴尔干地区的沿海城市，根据一份 １８９６ 年的报告，安纳托利亚共有 ６５ 个，与伊朗交界处

１７ 个，红海和希贾兹地区 １２ 个，共雇佣 ５１１ 人。③ 然而，朝圣者的“污名化”现象却愈演愈

烈，并延伸至对整个穆斯林和阿拉伯群体“受感染”或“肮脏”的判断。④ 欧洲国家在 １８９７
年的第十届国际卫生大会上纷纷表态，禁止本国穆斯林前往麦加朝圣。⑤ 对朝圣运动的严

密管控实则夹杂着欧洲国家面对奥斯曼帝国兴起的泛伊斯兰主义运动时，对其殖民地的

穆斯林受其感召而反抗自身统治的担忧。 一方面，欧洲国家在瘟疫面前寻求自保，疫情管

控措施的目的是实现自身安全和利益最大化；另一方面，他们担心朝圣成为刺激伊斯兰激

进主义宣泄反西方情绪、乃至发动圣战的渠道，遂借助检疫来“控制和过滤”穆斯林。⑥ 朝

圣者检疫以禁闭为主要手段，短则 ３ 天，长则数周。 埃尔托检疫所内设立了巨大的蒸汽烤

箱，朝圣者须将所有衣物和行李放入烤箱中“熏蒸”，并按照要求进行沐浴。 消毒流程结

束后，他们被带入条件恶劣的隔离点，接受外国医生每日的例行检查，由于语言不通且地

位不平等，这些检查时常是“粗暴且无效的”。⑦ 数以万计的朝圣者聚集在各项资源极度

紧张，炎热而又狭窄的检疫所中。 １８９１ 年，共有 １７００４０ 名朝圣者被隔离在卡马兰岛，人
均面积仅约 １ 平方米。⑧ 大量防疫举措和机构流于形式，实际执行效率低下。 在一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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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各国在 １８９７ 年、１９０３ 年、１９１２ 年、１９２６ 年、１９３８ 年的国际卫生大会均签署了新的《国际卫生公约》。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奥斯曼帝国在红海、黑海、波斯湾及其边境建有 １８０ 个常设卫生站，每个卫生站有近 ７０ 名

常设医生和检查员。 参见“Ｐｒｏｃèｓ⁃ｖｅｒｂａｕｘ ｄｅ ｌａ Ｃｏｎｆéｒｅｎｃｅ ｓａｎｉｔａｉｒ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ｏｕｖｅｒｔｅ à Ｖｉｅｎｎｅ ｌｅ ｐｒｅｍｉｅｒ
ｊｕｉｌｌｅｔ １８７４，” ｐ. ３２０。

参见 Ｂｅｄｉ Ｎ. Šｅｈｓｕｖａｒｏｇ̌ｌｕ， “ Ｔüｒｋｉｙｅ Ｋａｒａｎｔｉｎａ Ｔａｒｉｈｉｎｅ Ｇｉｒｉ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Ｉ·ｓｔａｎｂｕ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Ｃ. ２２， １９５９， ｓｓ. ３３５ － ３３８。
参见 Ｊｏｈｎ Ｃｈｉｒｃｏｐ， “Ｑｕａｒａｎｔｉｎｅ Ｓａｎ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ａｇｉｏｕｓ Ａｒａｂ’ ｉｎ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１８３０ｓ － １９００，” ｉｎ Ｊｏｈｎ Ｃｈｉｒｃｏｐ ａｎｄ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Ｊａｖｉｅｒ Ｍａｒｔíｎｅｚ， ｅｄｓ. ，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Ｑｕａｒａｎｔｉｎｅｓ，
１７５０ － １９１４： Ｓｐａｃｅ，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ｐｐ. ２１４ － ２１７， ２２３。
“Ｃｏｎｆéｒｅｎｃｅ ｓａｎｉｔａｉｒ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ｄｅ Ｖｅｎｉｓｅ， １６ ｆéｖｒｉｅｒ － １９ ｍａｒｓ １８９７： Ｐｒｏｃèｓ⁃ｖｅｒｂａｕｘ，” １８９７， Ｏｐｅｎ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ａｔ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ｐ. ２３ － ２５.
对此问题的研究，参见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Ｌｏｗ，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ｏｆ Ｍｅｃｃａ：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Ｏｔｔｏｍａｎ Ｈｉｊａｚ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Ｈａｊｊ，” ＰｈＤ ｄｉｓｓ. ，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１５； Ｏｗｅｎ Ｗｈｉｔｅ， Ｓａｎ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Ｔｈ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Ｐｏｗ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Ｈａｊｊ。
Ｓｙｌｖｉａ Ｃｈｉｆｆｏｌｅａｕ， “Ｌｅｓ ｐèｌｅｒｉｎｓ Ｄｅ Ｌａ Ｍｅｃｑｕｅ， ｌｅｓ ｇｅｒｍｅｓ ｅｔ ｌａ ｃｏｍｍｕｎａｕｔé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éｄｅｃｉｎｅ ／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ｖｏｌ. ２７， ｎｏ. １２， ２０１１， ｐｐ. １１２４ － １１２５.
Ｍｉｎｉｓｔèｒｅ ｄｅ ｌ'Ｅｕｒｏｐｅ ｅｔ ｄｅｓ Ａｆｆａｉｒｅｓ éｔｒａｎｇèｒｅｓ， “Ｃｏｎｆéｒｅｎｃｅ ｓａｎｉｔａｉｒ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ｄｅ Ｐａｒｉｓ，”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７⁃Ａｐｒｉｌ
３， １８９４，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 ６３.



１９ 世纪医学国际主义与奥斯曼帝国防疫体系的初步建立

下，“最终因等待获批时间过长而饿死的朝圣者比死于疾病的还多”①。 当时的印度和英国

媒体纷纷报道了朝圣管控中的各种丑闻，暗示检疫站已然成为霍乱传播的中心。②

在历次国际卫生大会中，奥斯曼帝国的态度并非任人宰割，而是据理力争地捍卫自身

利益，成为“欧洲堡垒”或许也带有奥斯曼帝国的主动意愿。 一方面，奥斯曼帝国认为自己

是全球防止瘟疫蔓延努力的重要参与者，并常以检疫为由向欧洲争取经济支持并对商船

征收检疫税，因为“我们不仅要保护自己，也不得不保护欧洲”③。 另一方面，奥斯曼帝国借

助红海和黑海地区的检疫来遏制西方的军事干预和资本渗透。 印度洋检疫亦是奥斯曼帝国

将旗帜插到红海南端的绝好机会，与帝国重新征服也门的战略不谋而合。④ 并且，奥斯曼帝

国有着运用殖民规则和技术政治以卫生手段在希贾兹地区重组其主权的动机。⑤ 在全球范

围国际主义⑥与民族主义交织的背景下，奥斯曼帝国在频繁发生着中央集权与地方离心、内
部治理与外部干预的多重互动，这些都可以从这段防疫历史中窥得一二。

三、 国际合作背景下奥斯曼帝国防疫体系的转型

在一些历史书写中，奥斯曼帝国被塑造成“站在红海和苏伊士运河大门前不情愿的哨

兵”形象，其防疫体系似乎完全是欧洲胁迫、影响或帮扶下的产物。⑦ 在后殖民理论视角下，
类似“中心—边缘”叙事恰恰建立在西方主流话语体系之中。⑧ 诚然，奥斯曼帝国作为西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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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资料来自埃尔托检疫站的英国官员的描述，参见“Ｄｒ. Ｐｏｔｔｓ ｔｏ Ｖｉｃｅ⁃Ｃｏｎｓｕｌ Ｗｙｌｄｅ，”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８， １８７８， ＴＮＡ，

ｐ. ７， ＦＯ ８８１ ／ ３６１３。 有关检疫站中朝圣者的经历，参见 Ｃｅｒｅｎ Ｇüｌｓｅｒ Ｉ·ｌｉｋａｎ Ｒａｓｉｍｏｇ̌ｌｕ，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Ｇｒｏｕｐ： Ｐｈｙｓｉｃｉａ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ｉｎｇ Ｏｔｔｏｍａｎ Ｅｍｐｉｒｅ （１８３９ － １９０８），” ｐｐ. ３０５ －
３０６； Ｊｏｈｎ Ｇ. 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Ｑｕａｒａｎｔｉｎｅ Ｃａｍｐ ａｔ Ｅｌ Ｔｏｒ，” Ｍａｙ １６， １９０２，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１８９６ － １９７０），
ｖｏｌ. １７， ｎｏ. ２０， ｐｐ. １１５６ －１１５９。
Ｂｏｍｂａｙ Ｇａｚｅｔｔｅ， ７ Ａｕｇ １８８３；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 ｏｆ Ｉｎｄｉａ， ２６ Ｊｕｌｙ １８９１； Ｒéｖｕｅ ｄ'Ｈｙｇｉèｎｅ， Ｓｅｐｔ １８９９.
这一言论来自奥斯曼代表萨利赫·埃芬迪（ Ｓａｌｉｈ Ｅｆｆｅｎｄｉ）。 参见“ Ｐｒｏｃèｓ⁃ｖｅｒｂａｌ ｄｅ ｌａ Ｃｏｎｆéｒｅｎｃｅ ｓａｎｉｔａｉｒ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ｏｕｖｅｒｔｅ à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ｏｐｌｅ ｌｅ １３ ｆéｖｒｉｅｒ １８６６，”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５，１８６６， Ｒｏｙ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ｉａｎｓ ｏｆ
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 ｐｐ. ５ － ６，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ｎｏ. ２９。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Ｌｏｗ， “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ｏｆ Ｍｅｃｃａ：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Ｏｔｔｏｍａｎ Ｈｉｊａｚ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Ｈａｊｊ，” ｐｐ. １８６ － １８７.
参见 Ｓｕｒａｉｙａ Ｆａｒｏｑｈｉ， Ｐｉｌｇｒｉｍｓ ａｎｄ Ｓｕｌｔａｎｓ： Ｔｈｅ Ｈａｊｊ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Ｏｔｔｏｍａｎｓ， １５１７ － １６８３， Ｓｔ. Ｍａｒｔｉｎ'ｓ， １９９４。
在笼统的定义下，国际主义（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指为建立跨国合作而付出的努力，是一种对国际合作价值的信

念，参见 Ｄａｎｉｅｌ Ｌａｑｕ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ｎｌｉｎｅ， ２０２１， ｐｐ. １ － ２８。 拜纳姆认为，将现代国

际主义视作现代民族主义的产物并不为过，参见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Ｆ. Ｂｙｎｕｍ， “Ｐｏｌｉｃｉｎｇ Ｈｅａｒｔｓ ｏｆ Ｄａｒｋｎｅｓｓ：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ａｎｉｔａｒｙ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ｐ. ４２２。
参见 Ｐｅｔｅｒ Ｂａｌｄｗｉｎ， Ｃｏｎｔａ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１８３０ － １９３０，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９， ｐ. １７。
有关后殖民理论的论述，参见张旭鹏：《后殖民主义与历史研究》，《世界历史》２００６ 年第 ４ 期，第 １０７—１１６ 页；
同子怡：《国际关系的后殖民理论：一种包容与多元的理论》，《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２４ 年第 ３ 期，第 ７４—１０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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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非地区地缘政治角逐的关键，被拉扯着加入以西欧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其防疫体系中外

部霸权的不可抗拒力客观存在。 可以说，医学国际主义的发展是推动奥斯曼防疫体系逐步

成型的重要原因而非本质因素。 一方面，医学国际主义作为一个双向过程亦包含着奥斯曼

帝国主动开展跨国卫生合作的丰富实践；另一方面，还应将这一问题置于奥斯曼帝国晚期追

逐现代性和加强中央集权的背景下加以探讨，其防疫体系建设基于前几个世纪抗击流行病

的历史经验，由帝国政府主导、各级行政机构与专业医务人员配合，主要通过强化省级卫生

组织服务和建立卫生监察网络来实现。 概括而言，奥斯曼帝国防疫体系建设主要有以下五

个要素。
第一是卫生观念的改变，奥斯曼帝国公共卫生建设方针逐渐将民众健康与国家富强紧

密连接。 一个社会对健康的态度及其医疗实践的发展反映了特定社会秩序和宗教文化价值

体系。 近代早期，奥斯曼社会在个人层面和政府层面隔离防护的意识均相当薄弱，民众对疫

灾的态度受到了根深蒂固的宗教观念影响。① 尽管在多个世纪的抗疫经验中，奥斯曼帝国

也在缓慢尝试着一些临时性做法，但范围多局限在帝国中心城市、迪米阶层和临海地区，检
疫的最初动机来自维护军队健康。 随着医疗卫生在国际舞台上权重的提升，“充满疾病的城

市”包含了社会失败与落后的隐喻，奥斯曼政府意识到健康民众与强大国家之间的联系，希
翼通过一系列现代化改革重塑自身形象以对外展现一个“革新、现代和进步”的帝国，摆脱

自身“东方”与“病态”的国际形象。
塞利姆三世（Ｓｅｌｉｍ ＩＩＩ， １７８９—１８０７ 年在位）和马哈茂德二世（Ｍａｈｍｕｄ ＩＩ，１８０８—１８３９

年在位）时期的卫生政策重点向西方人才、教育模式和知识开放。 １９ 世纪初，帝国在与沙俄

交界地区实施了焚烧房屋、禁止服装进口、关闭咖啡店、熏蒸包裹等防疫措施。② 根据英国

医生麦克莱恩（Ｃｈａｒｌｅｓ Ｍａｃｌｅａｎ）的说法，塞利姆三世在奥地利政府的游说下曾考虑过建立

检疫制度：“这位善良但有些软弱，渴望采纳一切创新举措的王子认为，无论有多么不切实

际，只要能带来进步，就值得一试。”③但这由于受到较大阻力而未能实现。 马哈茂德二世深

知检疫改革的重要性，同时也懂得推行隔离检疫不能脱离伊斯兰宗教文化传统，因此在改革

过程中格外重视穆斯林权威人士的发声。 他邀请检疫官员哈姆丹（Ｈａｍｄａｎ ｂ. Ｏｓｍａｎ）撰写

了关于检疫作用的册子，书中借助圣训来解释隔离的原则。④ 为了避免民众在“宿命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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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值得注意的是，“宿命论”并非主宰近代早期奥斯曼帝国穆斯林的疾病观和一切行动，类似观点代表着传统

西方医学史研究的普遍倾向。 关于奥斯曼帝国传统医学体系的论述，参见王鹤年、王新刚：《传承、形塑与式

微：伊斯兰医学在近代早期奥斯曼帝国的嬗变》，《世界宗教研究》２０２３ 年第 １２ 期，第 １０６—１２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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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拒隔离检疫，素丹还召开集会邀请政要和乌里玛从不同层面讨论改革的必要性，并将伊玛

目列入检疫官员之列。 谢赫伊斯兰（Ｓｈｅｉｋｈ ａｌ⁃Ｉｓｌａｍ）梅克基扎德①发布了宗教裁决，宣布隔

离符合伊斯兰教法：“当一个城镇遭受瘟疫袭击时，试图采取预防措施来寻求安拉的恩惠有

什么坏处吗？ 答案是：没有。”②在一系列措施之下，民众的抵制情绪有所削弱。
第二是管理制度的改造，主要体现为由中心向边缘延伸的卫生监察网络初步搭建。 近

代早期，奥斯曼帝国的公共卫生管理呈现零散而有限的状态，并未与国家形象和民众权益挂

钩。 各社群形成了自成一派的救灾体系，公共卫生常常是以族群划分的社区事务，宗教协

会、医学行会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 另有一些具有“社会援助”性质的卫生服务由统治者和

慈善家提供，是伊斯兰慈善理念等核心意识形态主导下的产物，不属于国家的主要职责。③

奥斯曼帝国晚期是系统化推行和应用现代公共卫生政策的阶段，“集体健康”战略已成为政

府的明确目标。
坦齐马特时代（Ｔａｎｚｉｍａｔ，１８３９—１８７６ 年）的卫生改革逐步覆盖各社会阶层和族群，帝国

加强了对卫生资源的管控调配，开启了卫生事务的制度化进程。 医疗卫生建设由器物层面

向制度层面的中央化、法制化扭转。④ 首先，奥斯曼中央政府加大了对医疗资源管控调配的

力度，将卫生服务逐步划归至省市一级政府的职责范围内。 １８６０ 年帝国发布卫生规定，要
求由地方当局承担登记死者信息、报告疾病信息、清洁街道等职责。 １８６４—１８６７ 年奥斯曼

帝国省会行政体系的重组和 １８７０ 年乡镇系统的引入使医疗卫生系统向各省市延伸。⑤ 其

次，１９ 世纪后期，政府通过《医疗事务管理总条例》 （１８７１）、《公共卫生刑法典》 （１８８４）、
《传染病条例》（１８８４）等制度强化地方卫生组织，规范医疗卫生行业，并使过去由宗教社

群、行会管理的公共区域置于国家控制之下。⑥ 再次，帝国对内强化“通行证制度” （ｍüｒｕｒ
ｔｅｚｋｉｒｅ），要求民众经检疫后获取通行证方能在各地旅行；对外颁布《护照条例》（１８６７），对
外国人出入境进行监测。⑦ 不断健全的人口统计制度能够辅助流行病学的发展。 最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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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赫伊斯兰（Ｓｈｅｉｋｈ ａｌ⁃Ｉｓｌａｍ）直译为“伊斯兰的长者”，是奥斯曼帝国最高宗教职位。 梅克基扎德（Ｍｅｋｋｉｚａｄｅ
Ｍｕｓｔａｆａ Ａｓıｍ Ｅｆｅｎｄｉ）分别于 １８１８—１８１９ 年、１８２３—１８２５ 年和 １８３３—１８４６ 年担任奥斯曼帝国的谢赫伊斯兰。
Ｓｅｖｄａ Ａｇ̌ ｉｒ， “ Ｏｓｍａｎｌıｄａ Ｋａｒａｎｔｉｎａ Ｕｙｇｕｌａｍａ Ｓüｒｅçｌｅｒｉ ｖｅ Ｔｅｐｋｉｌｅｒ （１８６５ － １９１４），” Ｍａｓｔｅｒ'ｓ ｔｈｅｓｉｓ， Ｓｏｓｙａｌ
Ｂｉｌｉｍｌｅｒ Ｅｎｓｔｉｔüｓü， ２０２０， ｓ. ７３.
爱登、赵萱：《“传统国家”视角下的奥斯曼瓦克夫制度研究》，《海外民族志研究》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第 １８—２４ 页。
１８３６—１８７６ 年，奥斯曼政府共颁布 ４３ 条涉及公共卫生各个方面的法律法规。 参见 Ａｈｍｅｔ Ｓüｈｅｙｌ Üｎｖｅｒ，
Ｏｓｍａｎｌı Ｔａｂａｂｅｔｉ ｖｅ Ｔａｎｚｉｍａｔ Ｈａｋｋıｎｄａ Ｙｅｎｉ Ｎｏｔｌａｒ， Ｍａａｒｉｆ Ｍａｔａａｓı， １９４０， ｓｓ. ９４６ － ９５４。
参见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Ｊ. Ｓｈａｗ，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Ｏｔｔｏｍａｎ ａｎｄ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 Ｌｉｆ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Ｏｔｔｏｍａｎｓ， Ｉｓｉｓ， ２０００， ｐｐ. ２２５ －
２２６。
参见 Ｅｒｄｅｍ Ａｙｄｉｎ， “１９. Ｙüｚｙｉｌｄａ Ｏｓｍａｎｌｉ Ｓａｇ̌ ｌｉｋ Ｔｅşｋｉｌａｔｌａｎｍａｓｉ，” ＯＴＡＭ Ａｎｋａｒａ Ü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ｅｓｉ Ｏｓｍａｎｌı Ｔａｒｉｈ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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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新兴消费经济崛起的背景下，城市空间的合理规划包含了对公共卫生的要求。
就财政效果而言，街道的清洁需求反映了一种新形成的城乡关系，即城市是消费场所，而乡

村是生产场所。① １９ 世纪末，奥斯曼帝国仿照德国设置了“卫生警察”（ｍｅｄｉｚｉｎａｌｐｏｌｉｚｅｉ），加
大了对城市卫生环境方面的投入，市级行政部门渐渐成为各省抗击流行病最有效的机构。
对城市卫生环境的重视带有重商主义思想，这迎合了奥斯曼新兴资产阶级的呼声。 总之，从
个人、家庭到社区、城市，每个社会单元都在一定程度上被赋予了维护公共卫生的责任。

第三是组织机构的建立，奥斯曼帝国省、市、区各级卫生行政管理机构逐步健全并形成

跨国协作模式。 帝国陆续设立了中央一级的健康办公室、公共卫生检查局、内政与卫生部和

中央卫生委员会；地方一级的省级医疗卫生监察局、市卫生管理局、市政委员会以及各类民

间卫生协会。 西方医疗领域专业人才受到了奥斯曼帝国的欢迎，大量西方医生以“欧洲医学

的使者和安全与信息的保障者”身份被邀请在官方医疗机构中担任实验室主任、研究院院长

或医学院教授等高级职务，各地检疫站的专业技术人员也以外国人为主。② 克里米亚战争

（１８５３—１８５６ 年）带来了大批英、法、意医生，各国医生和多族群本土医生成立了帝国医学会

（Ｃｅｍｉｙｅｔ⁃ｉ Ｔıｂｂｉｙｅ⁃ｉ Şâｈâｎｅ）为奥斯曼政府提供公众医疗卫生领域的咨询服务，并受到素丹、
大维齐尔和卫生部长的资助。③

一些国际卫生组织对奥斯曼帝国全面加入国际检疫网络起到了重要的指导和协调

作用，是向国际社会宣传奥斯曼帝国在卫生方面努力行动的重要中间人。 其中，由欧洲

主导的君士坦丁堡高级卫生委员会（Ｃｏｎｓｅｉｌ ｓｕｐéｒｉｅｕｒ ｄｅ ｓａｎｔé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ｐｌｅ）和亚历山大卫

生委员会（Ｃｏｎｓｅｉｌ ｓａｎｉｔａｉｒｅ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ｅｔ ｑｕａｒａｎｔｅｎａｉｒｅ ｄ'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ｉｅ）权力最大且影响最广。④

尽管在欧洲操控下不少组织仍围绕着欧洲利益，但奥斯曼帝国也在利用它们在国际上扩

张势力。⑤

哈米德二世时期（ＡｂｄüｌＨａｍｉｄ ＩＩ，１８７６—１９０９ 年）医学科学的国际化和大众化程度显著

提升，帝国紧跟国际卫生学发展步伐，不同群体主动开展跨国卫生合作的意愿更加强烈。 这

２４１

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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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素丹在医疗卫生领域采取了更为激进的改革举措，他首次提出“自人类诞生以来，每个人

都需要医学”的口号。① 正是由于他在医疗、教育等领域大刀阔斧的改革，使他被视作“真正

的坦齐马特主义者”②。 据统计，哈米德二世时期帝国共有 ２１ 家市立医院、９５ 家军事医院、
３４ 家外国传教医院、４６ 家女子医院、９ 家精神病院、２８ 家梅毒医院、８ 家肺结核医院、９ 家霍

乱医院和 ２１ 个手术室涉及修建、翻修和落成等活动。③

第四是科学技术的应用，现代医疗卫生技术在奥斯曼帝国快速流通，促成了全球医学知

识与技术网络的建立。 １９ 世纪后期，巴斯德（Ｌｏｕｉｓ Ｐａｓｔｅｕｒ）、耶尔森（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 Ｙｅｒｓｉｎ）等人

发现了如结核病、白喉、狂犬病等疾病的病因和传播途径并研制出疫苗。 在现代通信手段和

运输技术的助推下，知识的跨边界互动和跨国流通的效率大幅提升。 奥斯曼帝国实验室医

学和预防医学的发展尤其显著，既体现出知识跨国流通的加深，又说明了帝国对国际医学进

展的主动获取，这些都是国际统一性增强的表现。
哈米德二世密切关注国际微生物研究的最新进展，将现代技术作为其现代化改革的核

心动力。 他曾向巴斯德赞助一万枚金币④并授予一等勋章以表彰他在科学领域的贡献。 奥

斯曼帝国与巴斯德研究所开展了紧密的医学合作，包括科学考察、专家互访、技术引进和人

员培训等。 １８８６ 年，哈米德二世派遣医学考察团前往巴黎巴斯德研究所总部学习，团队在

回国后成立了帝国首个狂犬病与细菌学实验室，并成功生产出狂犬疫苗。⑤ 该机构是当时

世界三大狂犬病治疗机构之一。⑥ 帝国末期选择了亲德国的“一边倒”外交政策，因而德奥

医学对帝国的影响加深。 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德国成为奥斯曼医学生的首选目的地，两国在实

验室医学方面的合作也全面展开。 帝国新成立的天花疫苗实验室、奥斯曼细菌学实验室、地
方疫苗生产中心和疫苗接种医院聘请了德国专家监督指导，培训了一批本土疫苗接种员。⑦

政府陆续开展天花、霍乱和斑疹伤寒疫苗接种运动，并自主研制出多种传染病疫苗，使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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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Öｚｇüｒ Ｙｉｌｄｉｚ， “Ａｎ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ｎ Ｈａｍｉｄｉｙｅ Ｅｔｆａｌ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ｆｒｏｍ Ｉｔｓ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ｎｔｉｏａｎｌｉｓｔ
Ｐｅｒｉｏｄ，” ｐ. ３９３.

Ｍｅｈｍｅｔ Ｉ·ｐşｉｒｌｉ， “Ｏｓｍａｎｌı Ｄöｎｅｍｉｎｄｅ Ｂａｌｋａｎｌａｒｄａ Ｓａｇ̌ｌıｋ Ｈｉｚｍｅｔｌｅｒｉ，” Ｇüｚ ＳＤ， ２０１７， ｓ. ９９.

参见 Ｓａｒı Ｎｉｌ ａｎｄ Ａｈｍｅｔ Ｚｅｋｉ Ｉ·ｚｇöｅｒ ａｎｄ Ｔｕｇ̌ Ｒａｍａｚａｎ， Ｂａşｂａｋａｎｌıｋ Ｏｓｍａｎｌı Ａｒşｉｖｉ Ｂｅｌｇｅｌｅｒｉ Ｉşıｇ̌ıｎｄａ ＩＩ.
Ａｂｄüｌｈａｍｉｄ Ｄｅｖｒｉ'ｎｄｅ Ｋｕｒｕｌａｎ ｖｅ Ｇｅｌｉşｔｉｒｉｌｅｎ Ｈａｓｔａｎｅｌｅｒ， Ｓ. ９ － １５，２８ － ３５，４４ － ４７，７４ － ７７，８２ － ８５，９０ － ９２，９４。
这里指 １ 万奥斯曼里拉（Ｏｓｍａｎｌı Ｌｉｒａｓı），当时 １ 里拉约含有 ７. ２ 克黄金。
医学考察团由奥斯曼帝国医生雷姆兹贝伊（Ｈüｓｅｙｉｎ Ｒｅｍｚｉ Ｂｅｙ）、帝国医学院教师佐罗斯帕夏（Ｚｏｅｒｏｓ Ｐａｓｈａ）
和兽医胡思努埃芬迪（Ｂａｙｔａｒ Ｈüｓｅｙｉｎ Ｈüｓｎü Ｅｆｅｎｄｉ）三人组成。

１８８７—１８９９ 年，共有 ２３５９ 人接种疫苗。 参见 Ｃｅｍｉｌ Ｔｏｐｕｚｌｕ， Ｉ·ｓｔｉｂｄａｔ⁃Ｍｅşｒｕｔｉｙｅｔ⁃Ｃｕｍｈｕｒｉｙｅｔ Ｄｅｖｉｒｌｅｒｉｎｄｅ ８０
Ｙıｌｌıｋ Ｈａｔıｒａｌａｒıｍ， Ｔｏｐｕｚｌｕ Ｙａｙıｎｌａｒı， １９８２， ｓ. １００。

Ａｄｅｍ Öｍｅｚ， “ Ｉ·ｋｉｎｃｉ Ａｂｄüｌｈａｍｉｄ Ｄöｎｅｍｉｎｄｅ Ｋｏｒｕｙｕｃｕ Ｈｅｋｉｍｌｉｋ ｖｅ Ｂａｚı Ｖｅｓｉｋａｌａｒ”， Ｂｅｌｇｅｌｅｒ， Ｃ. ３４， ２０１３，

ｓ. ９５； Ｈｉｌａｌ Ｋａｒａｖａｒ， “Ｍｉｌｌｉ Ｍüｃａｄｅｌｅ Ｄöｎｅｍｉｎｄｅ Ｓıｈｈａｔ ｖｅ Ｍｕａｖｅｎｅｔ⁃ｉ Ｉ·çｔｉｍａｉｙｅ Ｖｅｋｉｌｌｅｒｉｎｉｎ Ｆａａｌｉｙｅｔｌｅｒｉ，” Ｙａｋıｎ
Ｄöｎｅｍ Ｔüｒｋｉｙｅ Ａｒａşｔıｒｍａｌａｒı， Ｃ. ４２， ２０２２， ｓｓ. ４７ －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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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① 可以说，得益于国际医学合作的深入开展，奥斯曼帝国晚期的细

菌学实验室建设处于世界领先地位。②

奥斯曼医学界与欧洲医学界之间频繁的互访、对话与合作，不仅推动着传染病学说的科学化，
也催生了一些创新型研究成果。 １８８１ 年，英国皇家化学学院教授弗兰克兰（Ｅｄｗａｒｄ Ｆｒａｎｋｌａｎｄ）带
有偏见地指出麦加的“渗渗泉水是霍乱毒药的最佳来源……其受污染程度是伦敦污水的六倍”③。
奥斯曼流行病学家沙基尔贝伊（Ｍｅｈｍｅｄ Şａｋｉｒ Ｂｅｙ） 和首席化学家邦科夫斯基·帕夏

（Ｂｏｎｋｏｗｓｋｙ Ｐａşａ）等人通过化学实验理性驳斥了弗兰克兰的地方主义观点。④ １８９０ 年，奥斯

曼医生奥兹登（Ｃｅｌａｌ Ｍｕｈｔａｒ Öｚｄｅｎ）在巴黎医学院工作期间发现了手足上的皮肤癣菌病

（Ｔｒｉｃｈｏｐｈｙｔｉｅｓ Ｐａｌｍａｉｒｅ ｅｔ Ｐｌａｎｔａｉｒｅ）。 １９１５ 年，奥斯曼医生萨拉姆（Ｔｅｖｆｉｋ Ｓａｇ̌ｌａｍ）和科尔（Ｒｅşａｔ
Ｒıｚａ Ｋｏｒ）通过灭活病人血液中的病原微生物，研制出世界上第一支弱性斑疹伤寒疫苗。⑤

第五是国际卫生贸易与疫情信息网络的形成，奥斯曼帝国积极参与了卫生产品、技术贸

易以及全球疫情通报。 尽管国际卫生大会历经波折，但也使得疫苗接种、蒸汽消毒和卫生检

疫等现代医学技术深深扎根于传染病的全球防治体系，公共卫生产品与技术的流通更加频

繁。 以消毒技术为例，在 １９ 世纪末，消毒技术在奥斯曼帝国得到广泛推广。 奥斯曼代表在

１８９４ 年布达佩斯举办的国际卫生保健会议（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Ｈｙｇｉｅｎｅ）上强调，“良好

的城镇卫生、隔离病患和严格消毒”才是预防霍乱的真正措施。⑥ 帝国主要引进了两种消毒

方法，一种是通过灭菌机和蒸汽加热，在主要城市成立蒸汽消毒站；另一种是通过酸性芬尼

克酸和氯化钙等化合物，在公共场所使用便携式消毒机（ｐｕｌｖｅｒｉｚａｔöｒ）。 便携式消毒机最初

从巴黎进口，由于订购设备的昂贵费用和较长周期，外加需求的上涨，帝国兵工厂开始尝试

模仿自制消毒机并于 １８９３ 年成功制备出大型高压消毒机。⑦ 伊斯坦布尔、埃迪尔内、特拉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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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１９ 世纪末至 ２０ 世纪初，奥斯曼帝国成功研制了牛瘟、白喉、伤寒、痢疾、鼠疫、霍乱和脑膜炎等疫苗，参见

Ｎｅｚａｈａｔ Ｇüｒｌｅｒ， “ Ａｄｖ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ｖｏｌ. ３５， ｎｏ. ３， ２０１４， ｐ. １２８。
对比美国、英国等国在 １９ 世纪末细菌学实验室的发展，参见乔治·罗森著，黄沛一译：《公共卫生史》，译林出

版社 ２０２１ 年版，第 ３４５—３４７ 页。
“Ｔｈｅ Ｃｈｏｌｅｒａ ａｎｄ Ｈａｇａｒ'ｓ Ｗｅｌｌ ａｔ Ｍｅｃｃａ，” Ｔｈｅ Ｌａｎｃｅｔ， Ａｕｇ １１， １８８３， ｐｐ. ２５６ － ２５７.
Ｇüｌｄｅｎ Ｓａｒıｙıｌｄıｚ， Ｈｉｃａｚ Ｋａｒａｎｔｉｎａ Ｔｅşｋｉｌａｔı １８６５ － １９１４， Ｔüｒｋ Ｔａｒｉｈ Ｋｕｒｕｍｕ， １９９６， ｐ. ７７.
由于萨拉姆等人没有立刻发表这一发现，因此对该疫苗的归属尚存在争议。 参见 Ｍｕｓｔａｆａ. Ｉ. Ｋａｒａｔｅｐｅ，

“Ｄüｎｙａ Ｓａｖａşı'ｎｄａ Ｋａｆｋａｓ Ｃｅｐｈｅｓｉｎｄｅ Ｔｉｆüｓｌｅ Ｍüｃａｄｅｌｅ，” Ｄｏｋｔｏｒａ Ｔｅｚｉ， Ｉ·ｓｔａｎｂｕｌ Ü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ｅｓｉ Ｃｅｒｒａｈｐａşａ Ｔıｐ
Ｆａｋüｌｔｅｓｉ， １９９９ ｓ. ３５； Ａｒｓｌａｎ Ｔｅｒｚｉｏｇ̌ｌｕ， “Ｃｕｍｈｕｒｉｙｅｔ Ｄöｎｅｍｉ Ｔüｒｋ Ｔıｂｂıｎａ ｖｅ Ｔıｐ Ｅｇ̌ｉｔｉｍｉｎｅ Ｋıｓａ Ｂｉｒ Ｂａｋıｇ̌，”
Ｙａｋıｎ Ｄöｎｅｍ Ｔüｒｋｉｙｅ Ａｒａşｔıｒｍａｌａｒı， Ｃ. ２， ２００３， ｓ. ２７６。
“Ｓａｎ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ｏｐｌｅ，” Ｔｈｅ Ｌａｎｃｅｔ，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４， １８９４， ｐ. １２３９.
奥斯曼帝国进口的消毒设备主要来自欧洲卫生技术和卫生工程领域的龙头企业（Ｇｅｎｅｓｔｅ Ｈｅｒｓｃｈｅｒ），参见

Ｕｆｕｋ Ａｄａｋ， “ Ｔｈｅ Ｓｔｅｒ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Ｍａｃｈｉｎｅｓ： Ｓａｎ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Ｏｔｔｏｍａｎ
Ｅｍｐｉｒ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５８， ｎｏ. ６， ２０２２， ｐ. １。



１９ 世纪医学国际主义与奥斯曼帝国防疫体系的初步建立

宗等地相继掀起了消毒热潮，市政医生走遍城市的大街小巷确保人员密集场所得到消毒，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的几场霍乱疫情因此得到有效控制。①

此外，全球疫情通报制度在 １９ 世纪逐步成型，奥斯曼帝国是这一信息通报系统中的活

跃成员。 帝国晚期加快建立了疫情数据采集网络，全面监测各地民众的死亡信息，一旦发现

因流行病导致的死亡便会指派官员封锁相关地区。 中央卫生官员及各省省长、卫生局长组

成委员会，采集各地官员对疫情的汇报，并且以电报形式及时与欧洲、波斯和俄国通讯。②

帝国近代化进程的加速演进、对外交往的纵深发展和卫生观念的逐步扭转是激发其医疗

范式变革的根本原因。 奥斯曼帝国的自主防疫改革对社会治理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一定程度

上避免了特定传染病的大规模传播。③ 晚期的奥斯曼帝国疫灾治理中包含着国家本位意识，
防疫体系建设成为新式官僚体制接管国家机器以及社会生活近代化历程上的重要一环。

四、 医学国际主义在奥斯曼帝国的局限性

纵观全球卫生实践的历史，它不仅被每个时代的霸权价值观所塑造，还在隐性层面上积

极推进和服务于这些价值观，却未能充分考虑其改善人口健康的核心功能。④ １９ 世纪医学

国际主义常有国际之名，却行欧洲之实，最终建立的是以欧洲为主导的国际卫生体系，呈现

区域性、单边性和霸权性的特点。 正如入江昭（Ａｋｉｒａ Ｉｒｉｙｅ）所说，国际主义的根本缺陷是其

中的欧洲中心主义。⑤ 从奥斯曼帝国的经历来看，这一时期的国际卫生合作进程充满了多

方面干扰因素，其动机、过程和结果都显示了它的客观局限性。
首先，国际卫生秩序以西方利益为完全出发点，具有利己性、垄断性和片面性。 欧洲的

国际卫生计划包含着面向西方和东方的双重政策，以出发地检疫取代目的地检疫，从而为欧

洲的经济发展和民众健康让步，将“东方的细菌”围堵在东方。 在希贾兹地区，西方国家政

府并未真正协助这里提升卫生条件或治疗地方病，这场国际卫生合作的底层逻辑不是根除

疾病，而是防止传播。 朝圣者问题本身就是国际卫生体系单边性的典型体现。 其实，欧洲国

家对朝圣者检疫的重视程度早已超越其对于全球传染病防控的实际价值，甚至在微生物学

走向成熟、公共卫生改革运动遍地开花的时代，１９３８ 年最后一次修订的《国际卫生公约》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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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Ｎｕｒａｎ Ｙıｌｄıｒıｍ ａｎｄ Ｈａｋａｎ Ｅｒｔıｎ， “ １８９３ － １８９５ Ｉ·ｓｔａｎｂｕｌ Ｋｏｌｅｒａ Ｓａｌｇıｎıｎｄａ Ａｖｒｕｐａｌı Ｕｚｍａｎｌａｒ ｖｅ Ｏｓｍａｎｌı
Ｄｅｖｌｅｔｉ'ｎｄｅ Ｓａｇ̌ｌıｋ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ｓｙｏｎｕｎａ Ｋａｔｋıｌａｒı，” Ａｎａｄｏｌｕ Ｋｌｉｎｉｇ̌ｉ Ｔıｐ Ｂｉｌｉｍｌｅｒｉ Ｄｅｒｇｉｓｉ， Ｃ. ２５， ２０２０， ｓｓ. ９０ － ９２.
“Ｃｈｏｌｅｒａ ａｎｄ Ｐｌａｇｕｅ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ａｒ Ｅａｓｔ，” Ｔｈｅ Ｌａｎｃｅｔ，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５， １９０４， ｐｐ. １０９９ － １１００.

关于伊斯坦布尔历次霍乱中人口损失的减缓情况，可参见 Ｎｕｒａｎ Ｙıｌｄıｒıｍ， “ Ｉ·ｓｔａｎｂｕｌ'ｄａ Ｓａｇ̌ ｌıｋ Ｈａｙａｔı，” ｉｎ

Ｃｏşｋｕｎ Ｙıｌｍａｚ， ｅｄ. ， Ａｎｔｉｋ Çａｇ̌ｄａｎ ＸＸＩ. Ｙüｚｙıｌａ Ｂüｙüｋ Ｉ·ｓｔａｎｂｕｌ Ｔａｒｉｈｉ， Ｉ·ＢＢ Ｋüｌｔüｒ Ａ. Ş， ２０１５， ｓｓ. ９２ － １３７。
Ｈａｎｉ Ｋｉｍ，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ｉｃｉｔ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Ｆ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ｏｌｅ ｉｎ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ＢＭＪ Ｇｌｏｂ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ｖｏｌ. ６， ｎｏ. ４， ２０２１， ｐ. ２．
Ａｋｉｒａ Ｉｒｉｙ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Ｗｏｒｌｄ Ｏｒｄｅｒ， Ｊｏｈｎｓ Ｈｏｐｋｉｎ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７， ｐ. 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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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围绕着朝圣者检疫。① 在国际主义机制中，将一个问题国际化不仅有助于加强对某一社

会群体的集体认同，还可能成为谴责敌人的手段，从而促进特定国家利益。② 德国学者瓦雷

斯卡·胡伯（Ｖａｌｅｓｋａ Ｈｕｂｅｒ）贴切地形容欧洲列强设计的隔离警戒线是一个“半透膜”，它应

该在不阻碍贸易和扩张的情况下保护欧洲健康。③ 其结果便是，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国际

抗疫协作，霍乱大流行在一些地区仍然十分严峻，各类地方传染病亦未得到有效管控。
其次，欧洲与奥斯曼帝国在医疗领域的合作让位于不平等的商业竞争与地缘政治博弈，

使得这场合作效率低下。 １８８１ 年国际卫生大会召开之际，《柳叶刀》杂志曾充满信心地刊

登，“大会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科学的世界性、包容性以及克服历史、种族、语言和信仰所造

成巨大障碍的能力。”④但实际上，病因学说和医学科学的形成充斥着浓厚的社会建构主义

色彩，其传播是一个多中心、异质化的过程，受到各种利益驱动。 传染论和瘴气论等医学理

论为欧洲殖民扩张与“文明开化使命”服务。 检疫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地区间不平等的贸

易关系，巩固了欧洲国家对海上贸易的控制。 在国际检疫制度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各类人

员、货物的检疫力度明显不一，体现出种族主义与地方主义的偏见。⑤ 英国在 １９ 世纪下半

叶竭力将疫情防控的重心由印度转移至奥斯曼帝国，并坚持“反传染主义”，这正是国际卫

生大会迟迟无法达成协议的重要原因。 英国医学史家哈里森（Ｍａｒｋ Ｈａｒｒｉｓｏｎ）指出，西方对

疾病认知的态度经历了从狭隘的医学和生物学上的简化论到历史偶然论的转变。⑥ 换句话

说，并不是医学科学的发展本身，而是复杂的历史因素交织影响着奥斯曼帝国乃至全球医学

的发展路径。
再次，就其性质而言，西方参与的大量检疫活动侵犯了奥斯曼帝国民众生命健康、自由

行动和人格尊严等基本人权。 对于殖民者而言，朝圣者死亡的弊端在于“他们的粗心危及着

比自己生命更宝贵的生命”⑦。 由于欧洲国家运营船只的人均空间被严格限制，人员经常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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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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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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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ｒｏｍ ｔｈｅ １８４０ｓ ｔｏ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Ｗｏｒｌｄ Ｗａｒ，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１， ｐ.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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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世纪医学国际主义与奥斯曼帝国防疫体系的初步建立

载并瞒报以搭载更多朝圣者，可见，经济利益高于表面上的卫生标准。① 很多朝圣者因消毒

设施缺乏和过度拥挤而死在运输船上，他们像“罐头里的沙丁鱼一样挤在一起……朝圣船的

恶劣情况就像 １８ 世纪恐怖的奴隶船”②。 在检疫站出现的诸如强迫穆斯林妇女在公共场合

脱衣检查、要求朝圣者跳入冰冷海水自行游上岸等做法完全未考虑到人权和宗教因素。③

有学者用“集中营”来形容检疫所表现出的极权主义特征；④曾在巴格达边境担任检疫医生

的德国人萨德（Ｌａｍｅｃ Ｓａａｄ）将朝圣者遭遇描述为“像狗一样生活”⑤。 骚动和叛乱时常在检

疫站和消毒区出现，奥斯曼帝国各地频发的民众袭击检疫站事件与其说是针对传染病的新

理论，不如说是针对隔离的各种粗暴方式。 故此，朝圣者的这段检疫历史经历深刻揭示出殖

民者所宣扬的自由和平等，是以被殖民者的不自由和不平等为代价的。
最后，在医学国际主义笼罩下，奥斯曼帝国形成了对欧洲列强的多重依赖关系，难以生

发自身科学研究与理论创新路径，知识的传播与生产之间失衡。 尽管如上文所述，奥斯曼帝

国在个别医学领域有所突破，但医疗综合水平进展迟缓。 长期以来，在西方的技术垄断下，
奥斯曼检疫机构的技术人员和管理者大多是欧洲医生而非本土穆斯林。 西方协助建立的检

疫机构和派遣的医学专家反而加重了奥斯曼帝国对欧洲的技术、人才、资本依附，并未帮助

帝国在科学和工业上建立起本土优势。 并且，奥斯曼帝国本身存在着多元社群卫生模式和

传统疾病观念，政治治理结构又具有“核心—外围—边缘”的层次性特点，⑥导致各地医疗卫

生供给体系差别较大，国际卫生合作对于不同地区的惠及程度不一。 以相对偏远的海法

（Ｈａｉｆａ）为例，在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的几场霍乱疫情中，市政府除了指示当地医生照顾有

需要的人，请求外国领事馆派遣医生外，并不能提供多少具体帮助。⑦ 中央政府主导的医疗

卫生改革往往缺乏有效衔接，宣传不到位，行动不连贯，不仅受到国内保守力量制约，还遭到

西方掣肘。 西方医学科学的传播与引介固然推动了奥斯曼帝国公共卫生体系的迭代，但是

其背后的欧洲中心主义逻辑却大大阻碍了帝国自主医学现代化步伐，使得这一进程严重失

衡并且不够彻底。 由此，奥斯曼帝国与西方国家之间整体医疗卫生的差距不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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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奥斯曼帝国晚期居高不下的瘟疫致死率来看，其整体医疗水平仍然处于全球低位，
医疗资源依然短缺。 直到 １９１８ 年左右，奥斯曼帝国才完全控制住霍乱疫情。① 当然，这还

与全球特定传染病学的发展层次和奥斯曼帝国经济社会问题带来的卫生设施落后、人员紧

缺和民众免疫力低下密切相关。 新生的土耳其共和国在建国后随即将传染病防治列为主要

国家问题之一，并在 １９２３ 年签署的《洛桑条约》中废除了包括医疗卫生在内的不平等条约，
被外国人长期控制的君士坦丁堡高级卫生委员会也被废除，由伊斯坦布尔边境和海岸卫生

局（ Ｉ
·
ｓｔａｎｂｕｌ Ｌｉｍａｎı ｖｅ Ｂｏｇ̌ａｚｌａｒı Ｓıｈｈｉｙｅ Ｍüｄüｒｉｙｅｔｉ）取代。 此后，土耳其通过多次召开全国医

学大会，确立了适用于本国的自主卫生政策，构建起从疾病预防、传染病研究到公民健康培

训，从疫苗生产分配到实验室建设与管理的国家卫生系统。 二战后，土耳其与世界卫生组织

（ＷＨＯ）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ＵＮＩＣＥＦ）等国际组织展开了长期紧密的医疗卫生合作。 客观

而言，奥斯曼帝国末期的卫生防疫改革使得这项事业的重要性深入各界精英和民众心中，土
耳其共和国继承了奥斯曼医疗卫生遗产，并推动其独立、全面和深入发展。

结　 语

１９ 世纪中叶以降，随着国际合作进程的迅速加快，新的国际治理模式出现。 根据国际

协会联盟（ＵＩＡ）的一份清单，１８５１ 年以前共召开约 ２４ 次国际会议，１８５１—１８９９ 年则召开了

１３９０ 次国际会议，这呈现出国际主义势不可挡的趋势。② 医学国际主义顺应了国际主义潮

流，是 １９ 世纪世界在各个方面连成一体大趋势下的特定产物。 德国学者约翰内斯·鲍尔曼

（Ｊｏｈａｎｎｅｓ Ｐａｕｌｍａｎｎ）提醒我们，国际主义本身存在着多重交织的动机，它既是国际话语的一

部分，也是国家话语的一部分；既可以作为超越民族国家能力解决问题的先决条件，也可以

实现对别国干预合法化，对这种战略性国际化成败的历史判断应避免落入“好”或“坏”国际

主义者之分的道德陷阱。③ 以奥斯曼帝国的视角对 １９ 世纪的医学国际主义进行探讨，可以

重塑奥斯曼帝国在特定历史进程中的主体性。
一方面，１９ 世纪流行的医学国际主义存在客观局限性，建立在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之上，

充斥着霸权、私利、“以邻为壑”式的国际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反而加重了地区防疫体系的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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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关于奥斯曼帝国晚期人口的病死数据，参见 Ｈｉｋｍｅｔ Öｚｄｅｍｉｒ， Ｓａｌｇıｎ Ｈａｓｔａｌıｋｌａｒｄａｎ Öｌüｍｌｅｒ， １９１４ － １９１８，
Ｔüｒｋ Ｔａｒｉｈ Ｋｕｒｕｍｕ， ２００５， ｓｓ. １０ － １１， ３５ － ７６， １０２， １３６； Ｓａｄıｋ Ｅｍｒｅ Ｋａｒａｋｕş ａｎｄ Ａｈｍｅｔ Ｃ. Ｂａşｕｓｔａｏｇ̌ ｌｕ，
“Ｌｏｓｓｅ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ｕ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Ａｒｍｙ ｄｕｒ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 Ｗａｒ Ｉ，”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ｖｏｌ. ３５，
ｎｏ. ３， ２０１４， ｐ. １４４。
Ｕｎｉｏｎ ｄｅ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ｓ， “ Ｌｅｓ ｃｏｎｇｒｅ'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ｕｘ ｄｅ １６８１ à １８９９. Ｌｉｓｔｅ ｃｏｍｐｌèｔｅ，” １９６０，
ｎｏ. １６４.
Ｍａｒｔｉｎ Ｈ. Ｇｅｙｅｒ ａｎｄ Ｊｏｈａｎｎｅｓ Ｐａｕｌｍａｎｎ， ｅｄｓ. ，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１８４０ｓ ｔｏ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Ｗｏｒｌｄ Ｗａｒ， ＯＵＰ ／ Ｇｅｒｍ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Ｌｏｎｄｏｎ， ２００１， ｐ. ２１.



１９ 世纪医学国际主义与奥斯曼帝国防疫体系的初步建立

弱性及科学与政治的冲突，导致全球卫生防疫体系迟迟未能建立。 欧洲大国掌控着国际卫

生系统的缰绳，国际合作的重点在于使奥斯曼帝国满足西方各国的需求，这从根本上决定了

１９ 世纪的全球防疫体系是不平衡、不彻底的，国际主义机制也是薄弱的。 总体上，在众多非

西方地区建立检疫和隔离区以防御流行病传入欧洲构成了 １９—２０ 世纪复杂的殖民半殖民

结构的一部分。 不过，当时在卫生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努力仍然弥足珍贵，那些跨越帝国疆

域之间的互动催生了制度化的国际协调机制，产生了很多积极影响。 例如，现今全球卫生治

理的重要行为体———世界卫生组织及其最高决策机构“世界卫生大会”的发展，离不开 １９ 世

纪医学国际主义奠定的历史基础。
另一方面，在 １９ 世纪由欧洲主导的国际秩序格局中，奥斯曼帝国在国际医学合作中没

有缺席，更是具备着在多边关系中主动寻求跨国医疗卫生交流与合作的意愿、行动和优势。
医学国际主义是奥斯曼帝国加入国际体系的重要抓手和开展公共外交的实用工具。 帝国内

现代医学技术的流通、卫生观念的扭转、国际组织的建立等皆深刻蕴藏着它在当时国际体系

中努力展现出的自主性、能动性和现代性。 １８９８ 年，伊斯坦布尔医学院院长马哈茂德·帕夏

在马德里举行的第九届国际卫生与人口大会上指出，“科学没有国界，尤其是卫生科学，国际

卫生大会很可能成为建立人类团结的第一个纽带。”①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全球卫生治理迈入新阶段，呈现出治理领域不断拓宽，参与主体更加

多元，资源整合更加高效，合作方式更加灵活等去中心化、多极化、混合型趋势。 但是，在全

球卫生合作中仍然存在高收入国家以安全和经济利益为中心支配全球卫生的不平等现象，
民族主义与国际合作之间的紧张关系时常激化。 ２０２４ 年 ６ 月，第 ７７ 届世界卫生大会在瑞士

日内瓦落下帷幕，会议主题为“一切为了健康，人人享有健康”，这是对首届国际卫生大会前

夕法国倡议的“健康，唯有健康”主题的回响。 医学既是一种展示国家软实力的工具，也是

一座加强国际协作的桥梁，各国在医疗卫生方面的国际合作将在一定程度上继续推动国际

规则和秩序的重塑。

［本文作者王鹤年，西北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责任编辑：李　 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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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Ｔｈｅ Ｎｉｎ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Ｈｙｇｉｅｎｅ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ｙ，” Ｔｈｅ Ｌａｎｃｅｔ， Ａｐｒｉｌ １６， １８９８， ｐ. １０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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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ｅｇｅｍｏｎ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１９ 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ｌｙ， ｔｈｅ Ｏｔｔｏｍａｎ
Ｅｍｐｉｒｅ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ｌｙ ｐｕｒｓｕｅ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ｉｎｔｏ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ｕ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Ｔｈｏｓｅ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ｔｏ ｍｏｄｅｒｎ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ｔｈｅ Ｏｔｔｏｍａｎ
Ｅｍｐｉｒｅ，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ｍｐｉｒｅ'ｓ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ｒｏｌｅ ｗｉｔｈｉｎ ａ Ｅｕｒｏｐｅ⁃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ａｔ
ｔｈａｔ ｔｉｍ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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